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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催生了我国政府对粮食形势判断的高度敏感性，以及辗转反复的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历

程。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加剧的当下，国际粮食市场不稳定因素增多，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的良好局面备受威胁。

归纳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粮食收储政策收紧调整的四个阶段及其影响，发现收紧的粮食收储政策虽能缓和当期粮食安全

的负面形势，却会加重下一轮粮食收储市场化的改革难度。为提升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效率，降低不必要的改革成

本，要在科学判断当前粮情及疫情影响的基础上，妥善利用超常规政策手段，增加政策扶持弹性，避免超常规手段的常

规化，确保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的趋势得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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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1978年以来，我国粮食收储政策比较清晰地

走出了一条市场化趋向的改革之路［1］。然而，受

限于粮食供求的变动以及诸多限制因素，长期趋

于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仍不乏短期的改革反复［2］。

如是，不仅增加了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的改革成

本，也让改革推进面临困境。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

革历程，在粮食供求关系形势及相应决策层判断

的影响下［3］，大致表现出“松时放、紧时收”的

特征［4］。经历了 2004年之后十多年的逆市场化过

程［5］，2014年起，粮食收储制度再次回到了市场

化改革的方向，沿着“分品种施策、渐进式推

进”的改革模式稳步推进。自大豆目标价格改革

开始，政府又于 2016年取消了玉米临时收储制

度，并微调了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尤其

是，2020年的稻谷、小麦托市收购政策中第一次

提出限定收购总量，在新千年后的收储制度市场

化改革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粮食收储制

度市场化改革在攻坚克难中总体向好，再次呈现

出“松时放”的特征。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和持续蔓延

让如上形式发生了改变。当前，社会各界高度关

注我国应对潜在国际粮食危机和确保国内粮食安

全能力。按照以往规律，如果被判断为粮情紧

张，政府多会强化政策干预以保障粮食安全［6］。

幸运的是，基于对我国粮食进口、储备数据和生

产恢复的分析，舆论界对我国粮食安全现状已达

成基本共识：国内粮食数量供给充裕，受疫情冲

击较小。

随着国际粮食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强，如上判

断越来越不足以坚定决策层维系市场化改革的决

心。在保障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的原则

下，理论界给出了一些保障性建议［7⁃8］，决策层

及有关部门也采取了多样化的保障措施。疫情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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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冲击最终还是让农业政策工具和目标发生了

很 大 的 变 化 ， 既 有 的 改 革 路 径 也 已 然 发 生 偏

移［9］。由于既有的多数措施都暗含着强化粮食市

场中政策干预的意图，这类措施的制定和落实，

同时意味着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空间的收

窄，乃至逆转的可能。

历次改革的经验可知，新一轮改革需解决的

难题，不仅有以往的历史烙印，更会有前一次改

革的新增［10］。在粮食政策刚性的路径依赖下，强

化的扶持政策极有可能再次构成下一轮粮食收储

制度改革必须面对的顽疾。随着改革不断推向纵

深，相比于上一轮市场化改革，需克服的困难与

改革推进的复杂性也大大增加［11］。按照如上规

律，若改革再次逆转或中断，下一轮的市场化改

革之路将更趋艰难。因此，尽可能避免长期市场

化改革中的短期逆转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为避

免改革的逆转，抑或为可能的改革方向调整提供

警示，本研究尝试归纳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

粮食供求紧张时期的粮情判断、改革作为及政策

后果，以为当前疫情中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适宜

路径提供启示。

二、粮食收储制度研究的文献提

炼与本研究的切入点

作为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环节，粮食收储从

来备受关注。然而，鉴于粮食收储层面数据的涉

密性和操作层面资料的难获得性，更多的粮食收

储研究只能算作间接分析［12⁃13］。涉及粮食储备的

线管研究大致可概括为两类，一者是对粮食收储

历程的归纳或个别事件的阐述，再者则趋于对某

一具体政策的效果考量。前者的研究需要搜集大

量的资料，以便对曾经的改革过程有一个更为客

观全面的认知，继而在认清改革故事的过程中归

纳提炼，以获得改革中的成功经验、失败教训及

改革规律。后者突出表现为文献更为丰富，研究

范式更为成熟，涉及内容更是涵盖其粮食储备相

关的方方面面，粮食生产、粮食收购、粮食价

格、粮食贸易、粮食金融乃至粮农收入都被用作

考量政策效果的重要标的。

以上两类研究各具特色、互为补充，两者的

良性耦合为粮食收储制度研究提供了一个非直接

但可行的研究框架。然而，正因为无法直接考察

粮食收储，如上研究更具一般性，粮食特色欠

缺。前者的研究看，诸多文献将粮食收储制度改

革看作诸多政策改革的一种，研究范式标准，但

缺少对粮食收储制度改革背后细节故事及改革实

际运行内容的阐述；对于后者，历次相关政策改

革多被抽象为单一指标或综合指标，仅在实证结

果的解释部分与改革细节有所结合，深度不足。

正因为此，虽有汗牛充栋之文献，仍难以勾勒出

清晰且具有针对性的粮食收储体系运行图。限于

本框架的文献补充，无法揭示粮食储备体系的真

正问题，更谈不上提出针对瓶颈问题的可行性措

施建议。

遗憾的是，本研究同样未能突破既有的研究

框架，仅有的边际贡献在于补充和加深学界对粮

食收储现状的认知。然而，与已有的研究不同，

本研究的展开基于如下价值判断：稳妥的市场化

改革是完善收储制度、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在

此基础上本研究搭建起粮食收储制度的分阶段分

析框架，划分了粮食收储制度改革过程中的“不

正常”阶段①，并对历次“不正常”时期的改革

调整初衷或依据给出分析，最终对这种结果出现

的合理性及潜在影响作出归纳。综上，本研究为

粮食收储制度的第一类研究提供了一个可探讨的

视角，当然，正因为以相对鲜明的价值判断为出

发点，本研究的分析难免存有争议。

粮食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干预粮食市场的必

要性，粮食安全保障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国之大

计。然而，与多数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障路径不

同，国内粮食安全保障的改革路径是“去计划

性”，收储制度更是如此。而且，给收储制度市

场化改革配之以相应的配套措施，建立起适应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既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又能促进粮食流通产业现代化发展的粮食流通新

体制并非天方夜谭［14⁃15］。由此，市场化改革理应

是我国粮食收储制度可持续、粮食安全保障长久

性的根本。

三、改革开放后粮食收储政策的

历次收紧调整

粮食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正因

① “不正常”阶段指总体市场化改革方向中的逆市

场化阶段，与下文提到的粮食收储政策收紧阶段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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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粮食产业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在发展中国家或

转型国家，决策层对粮食问题的过分紧张一直存

在，甚至泛政治化［16］。由是，也延伸出若干充满

争议、但最终被认作事实的粮食供求紧张阶段。

抛开差异化的判断标准以及多样化的争议，粮食

供求紧张可大致分为如下几个时期：1985—1990
年 、 1993—1994 年 、 2000—2004 年 、 2007—
2008年。

（（一一）） 1985——1989年年

经历了 1978年改革开放及其附带的一系列政

策红利，我国实现了粮食连年增产，粮食产量在

1984年达到了新的最高点。然而，随之而来的

1985年政策改革，却让丰收的态势出现转折，开

启了后来四年徘徊的粮食生产阶段［17］。对该阶段

的粮食生产徘徊，张培刚和廖丹清［18］ 更是将包

括 1984和 1990年在内的整个时期统称为“六年

大徘徊”。当然，约翰逊曾结合城市食物供应数

量及品种对此论断有不同的看法，但理论界的主

流倾向及已然实施的收紧政策措施确实是不争的

事实［10］。因此，即便本阶段不存在真实的粮食供

求 紧 张 ， 政 策 走 向 却 因 理 论 界 的 过 多 关 注 而

扭转 ［6，19］。

具体来说，该轮粮食供求紧张的判断始于

1984年的粮食大丰收，终于 1990年粮食产量的再

创新高。期间，以破解粮食供求矛盾为目标，政

府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第一，强化合同订购的

行政性。“合同订购，既是合同，又是任务”的

定 义 决 定 了 合 同 订 购 有 着 巨 大 的 政 策 干 预 空

间［20］。尤其是，在粮食产量徘徊期间，面对快速

增长的粮食需求，政府的粮食收购措施不断强

化 ， 出 现 了 “ 合 同 订 购 比 统 购 还 统 购 ” 的 现

象［18］。第二，提高农民的售粮可获得价格。提高

农民售粮的可获得价格有助于缓解农民对粮食定

购政策的抵触，降低政策执行成本。为提升农民

实际得到的售粮价格，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工

作：一是提高定购价格，其中 1987、1988年连续

两年提升，且 1988年价格提高幅度最大，比上年

提升 23%。二是减少合同定购数量，增加价格更

高的粮食议价定购比例［21］。

（（二二）） 1993——1994年年

与上一轮粮食政策收紧的成因类似，本轮

“粮食危机”同样与粮食市场的实际供求状况无

关。从粮食产量的绝对数据看，1994年的粮食产

量 44 510. 1万吨略低于上年，却仍高于 1992年
44 265. 8万吨的绝对水平。就当时粮食供求看，

粮食库存充裕，粮食供给也不存在短缺。飞速增

长的市场粮价源于粮食市场以外的因素，尤其是

过热的宏观经济［22⁃23］。然而，在对粮食市场真实

状况缺乏有效判断的情况下，以价格指标为依

据，决策层仍将当时判断为粮食供求紧张，并采

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使得当时的国家农业政策

重新转向对粮食数量的追求［24］。

最终结果是，1994年实施的“保量放价”政

策被紧急叫停，这次“迄今为止最为激烈的市场

化改革”［20］ 以失败告终。同时，1994年 6月，政

府提高了四种粮食 （小麦、稻谷、玉米、大豆）

的平均定购价格，提价幅度达 44. 4%［25］。本次改

革的失败，更是大大增加了可左右决策层收储制

度市场化改革未来判断的负面经验［5］。

（（三三）） 2000——2004年年

与前两次粮食供求紧张阶段相比，该阶段的

“粮食危机”虽同样充满争议，但却更为人知①。

于是，也造就了 2004年在粮食领域相关研究中的

独特地位。期间，调低价格、缩减范围乃至粮食

保护价政策的取消 ［26］，以及大刀阔斧的农业结构

调整［27］，共同导致了粮食供求的紧张局势。从

2000年起，我国粮食产量连降四年，2003年底时

的粮食产量仅略高于 4. 3亿吨，已然低于 1990年
粮食产量的绝对水平。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粮食消

费量刚性提升，徘徊的粮食产量显然无法满足现

今的粮食需求，库存被大量消耗，粮食供求紧张

局势凸显。

为应对当时的紧张局势，2003年起，政府采

取了一系列粮食生产扶持政策。其中，与粮食收

储政策相关的当是托市收购政策的建立。2004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对市场紧缺的重要粮食品种

（小麦和稻谷），在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

由于前四年的粮食产量徘徊，2004年前后市场价

格一直保持高位，政策实施初期很少出现市场价

低于最低收购价的情况，最低收购价实际上基本

未能启动，也没有出现市场过度扭曲的状况。然

① 结合当时的研究看，许经勇、黄爱东 （2004）

等一批学者并不认为当时的情况属于粮食供求紧张，事

实上，当时的供求形势仍在可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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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托市收购政策的建立以及后期一系列补充

政策的出现，搭建起新一轮的粮食价格支持政策

框架，在政策刚性的限制下，随着国内外粮情的

改变，该框架成为后来 “三量齐增”问题出现的

巨大隐患［11，28］。

（（四四）） 2007——2008年年

2007—2008年的国际粮食危机对粮食收储制

度改革的影响最为深远，当时的国内外粮情也与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情形更为相似。从表现

看， 2007年初开始，国际谷物出口价格大幅上

涨 ， 到 2007 年 末 ， 国 际 市 场 小 麦 价 格 飞 涨

112. 0%， 大 豆 飙 升 75. 1%， 玉 米 猛 增

47. 3%， 大米上扬 3. 1%。当时国际粮价的飞涨

同样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多国对粮食出

口的限制甚至禁止、紧张的国际关系形势、部分

国家的社会动荡或政治危机［29⁃30］。

该阶段，继 2007年政府启动玉米临时收储政

策后， 2008年继续就大豆和油菜籽启动临时收

储，并首次提升了既有稻谷、小麦的托市收购价

格。当时的情形是，在多数国家遭受国际粮食危

机巨大冲击的同时，中国农产品市场经受住了

“考验”，粮食价格未出现暴涨暴跌，在国家的控

制下仅出现缓慢的上涨行情［31］。如此结果，很大

程 度 上 增 强 了 决 策 层 “ 隔 离 ” 国 际 影 响 的 决

心［5］。然而，在补贴刚性特征的作用下，不仅最

低收购价水平进入了持续上升通道，意在应对特

殊 情 况 的 “ 临 时 储 备 ” 也 被 转 为 了 “ 常 态 性

储备”［5，32］。

四、收储政策收紧加重粮食收储

制度市场化改革困境

从最终结果上看，无论粮食供求紧张是否真

实存在，历次粮食收储制度收紧都增加了粮食的

供给，理论上发挥了缓解粮食供求紧张局势的重

要作用［6］。然而，由于扶持政策的刚性特征［32］，

诸多发挥作用的“良药”一旦久置，却会因国际

形势变化等外部条件的改变转为粮食安全保障的

“毒药”［33］。

（（一一）） 历史失败经验强化决策层的市场不信任历史失败经验强化决策层的市场不信任

与一般商品供给不同，粮食供给面临着远超

市场的风险，政治风险和自然风险更是突出［34］。

如此一来，各国总会采取一定政策措施以保障本

国的粮食安全，政策干预在粮食供求领域深入人

心［35］。由于对粮食问题过分紧张，甚至泛政治

化，决策者本身不对市场保障粮食安全抱有十足

的信心［16，19］。

而且，在我国，决策层对粮食安全保障手段

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方

向［36］。粮食供求紧张时期政府强势干预市场价格

所发挥的增产效果［6］，更强化了决策者对以强化

行政力量破解粮食供求紧张路径的肯定［5］。由

此，直接导致了每出现新的粮食供求紧张判断，

政府将优先考虑强化行政力量，进而引导粮食收

储制度逆市场化调整的结果。

（（二二）） 扶持政策刚性化埋下市场化改革新难题扶持政策刚性化埋下市场化改革新难题

出于政治考虑，抑或其他原因，国内农业扶

持政策表现出独特的可升不可降的刚性特征［32］。

正因为这一特征，粮食供求紧张时期的“非常手

段”多会变为常规化政策，2008年“临时储备”

向 “ 常 态 性 储 备 ” 的 转 变 就 是 其 中 鲜 明 的 例

证［16］。类似的，其他粮食领域的政策改革也多数

着力于增量，而极少触及存量。

正因为此，供求紧张时期强化的行政干预或

扶持力度，需经过长期的改革调整才可能被消

化。2008年国际粮食危机中，同样是飙升的国际

粮价，以及充足的国内库存，中国采用了加大生

产刺激的政策方向。随后，国际粮价急剧下降，

呈现“过山车”式的下滑［29］。然而，在政策刚性

的情形下，国内扶持政策依然逆势增强，最低收

购价与临时收储价连年上涨。由此，直接带来了

随后的“三量齐增”及相应的改革困境。当然，

迫于“卖粮难”、库容危机及伴随的财政压力等

影响，多数扶持政策总会被倒逼改变［16，37］。然

而，除去改革过程的投入成本不计，改革完成前

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总是一笔不可忽视的巨大

损失。

（（三三）） 频繁的非针对性干预阻碍流通环节发展频繁的非针对性干预阻碍流通环节发展

以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保障粮食安全，完善

且匹配的流通系统是保障［19，33］。然而，不同于政

府在收储环节干预的针对性、长期性与稳定性，

政府对流通环节的干预有着附属地位，呈现“运

动式”特征，且极富弹性。一般来说，一旦出现

供求紧张，流通环节的行政干预会无限增大，粮

食流通更趋行政化；相反，一旦粮食供求宽松，

流通环节又会被完全放开，置于市场调控之中。

以玉米深加工为例，2005—2006年，在玉米

供给宽松及燃料乙醇项目高利润的促使下，以玉

米为原料的燃料乙醇加工能力不断提高，2006年
初 《可再生能源法》 的正式实施，进一步在政策

上对玉米、甘蔗等原料生产燃料乙醇给予肯定。

这一系列鼓励政策一直延续到国际粮食危机的爆

发。而且，为应对国际粮食危机，原本的鼓励型

政策直接扭转为抑制型。2007年国家发展与改革

委员会发布的 《关于促进玉米深加工业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 中提出“确保食用［38］，饲料优先”

的指导思想，多方面限制玉米深加工发展。而

后，为应对高库存问题，政策于 2015年被再次反

转。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布 《关于玉米深加

工项目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对玉米深加工的

政策干预由禁止转为放开乃至鼓励。类似弹性的

政策干预，形成了粮食加工业独特的政策周期，

以及相伴出现的行业周期性红利或周期性亏损，

粮食加工产业发展的连续性受阻，竞争力提升难

度加大。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一）） 基本结论基本结论

基于新冠疫情蔓延的大背景，本研究重新回

顾并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粮食供求紧张 （理

论上或实际中） 时期的粮食收储政策改革走向。

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粮食供求紧张存在如

下两方面的特征：第一，粮食供求紧张的判断并

非完全符合粮食市场的真实状况。尽管粮食供求

紧张的论断被最终提出，但论断背后的多数依据

仍存争议。第二，不论各个阶段粮食供求紧张的

判断是否客观，强化的政策干预与收紧的粮食收

储政策确实发挥了增加粮食产量、缓解当时局面

的作用。

然而，出于对粮食安全的过度紧张，不论粮

食供求紧张是否真实存在，决策层总会让部分并

不合理或并不充分的粮食供求表现转变为粮食供

求紧张的判断依据，进而将改革引向收紧。而

且，增加的政策干预及扶持力度虽可缓解当期的

粮食供求问题，却会通过强化决策层的市场不信

任、扶持政策的刚性特征以及对流通业的冲击，

增加下一阶段的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难度。

（（二二）） 政策启示政策启示

结合历史规律与本研究的分析，随着新冠肺

炎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即便国内舆论界已有了国

内粮食供求不存在问题的判断，仍不乏有学者将

之认作新一轮粮食供求紧张时期到来的论断，并

提出增加行政干预与调整为收紧的粮食收储政策

的建议。相对应，粮食系统的政策调控极有可能

再次转向政策强化，如此，会让原本艰难推进的

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有了再次倒退的可能，

也为未来的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增添不确定性。因

此，在保障粮食安全基本要求的情形下，制定合

理的粮食安全应对措施，将对避免因政策反复带

来的资源损失起到重要作用。对此，本研究拟有

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科学判断当下粮情，坚定市场化改革

路线。秉持客观公正的粮食安全观，提供足够可

靠的粮食安全数据，倡导学界、理论界对当前粮

情及潜在冲击进行判断，并在科学判断当下粮情

的基础上调整完善原本的收储制度改革路线，实

现长期市场化和短期行政干预相结合，实现粮食

安全保障的质量、效率双提升。

第二，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短期超常规措施

有其必要。保障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为应对短期的粮食市场动荡，准备若干超常规应

急措施以预防并巩固疫情下国内粮食安全保障的

良好成果无可厚非。需要注意的是，超常规措施

要突出其应急性和后发性特征，既不宜长期保

持，更不应先期实施。

第三，改变粮食收储政策原本的刚性特征，

增加制度弹性。为应对粮食供求紧张，部分短期

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却因政策刚性被长期保

留，直至成为被改革的对象。因此，应积极调整

粮食收储政策，乃至部分农业扶持政策，设计可

升可降、富有弹性的扶持政策。此外，给予省级

粮食收储更大的政策调整空间，积极推动省级粮

食收储模式创新，弥补因国家层面粮食储备刚性

特征产生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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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托市收购政策的建立以及后期一系列补充

政策的出现，搭建起新一轮的粮食价格支持政策

框架，在政策刚性的限制下，随着国内外粮情的

改变，该框架成为后来 “三量齐增”问题出现的

巨大隐患［11，28］。

（（四四）） 2007——2008年年

2007—2008年的国际粮食危机对粮食收储制

度改革的影响最为深远，当时的国内外粮情也与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情形更为相似。从表现

看， 2007年初开始，国际谷物出口价格大幅上

涨 ， 到 2007 年 末 ， 国 际 市 场 小 麦 价 格 飞 涨

112. 0%， 大 豆 飙 升 75. 1%， 玉 米 猛 增

47. 3%， 大米上扬 3. 1%。当时国际粮价的飞涨

同样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多国对粮食出

口的限制甚至禁止、紧张的国际关系形势、部分

国家的社会动荡或政治危机［29⁃30］。

该阶段，继 2007年政府启动玉米临时收储政

策后， 2008年继续就大豆和油菜籽启动临时收

储，并首次提升了既有稻谷、小麦的托市收购价

格。当时的情形是，在多数国家遭受国际粮食危

机巨大冲击的同时，中国农产品市场经受住了

“考验”，粮食价格未出现暴涨暴跌，在国家的控

制下仅出现缓慢的上涨行情［31］。如此结果，很大

程 度 上 增 强 了 决 策 层 “ 隔 离 ” 国 际 影 响 的 决

心［5］。然而，在补贴刚性特征的作用下，不仅最

低收购价水平进入了持续上升通道，意在应对特

殊 情 况 的 “ 临 时 储 备 ” 也 被 转 为 了 “ 常 态 性

储备”［5，32］。

四、收储政策收紧加重粮食收储

制度市场化改革困境

从最终结果上看，无论粮食供求紧张是否真

实存在，历次粮食收储制度收紧都增加了粮食的

供给，理论上发挥了缓解粮食供求紧张局势的重

要作用［6］。然而，由于扶持政策的刚性特征［32］，

诸多发挥作用的“良药”一旦久置，却会因国际

形势变化等外部条件的改变转为粮食安全保障的

“毒药”［33］。

（（一一）） 历史失败经验强化决策层的市场不信任历史失败经验强化决策层的市场不信任

与一般商品供给不同，粮食供给面临着远超

市场的风险，政治风险和自然风险更是突出［34］。

如此一来，各国总会采取一定政策措施以保障本

国的粮食安全，政策干预在粮食供求领域深入人

心［35］。由于对粮食问题过分紧张，甚至泛政治

化，决策者本身不对市场保障粮食安全抱有十足

的信心［16，19］。

而且，在我国，决策层对粮食安全保障手段

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方

向［36］。粮食供求紧张时期政府强势干预市场价格

所发挥的增产效果［6］，更强化了决策者对以强化

行政力量破解粮食供求紧张路径的肯定［5］。由

此，直接导致了每出现新的粮食供求紧张判断，

政府将优先考虑强化行政力量，进而引导粮食收

储制度逆市场化调整的结果。

（（二二）） 扶持政策刚性化埋下市场化改革新难题扶持政策刚性化埋下市场化改革新难题

出于政治考虑，抑或其他原因，国内农业扶

持政策表现出独特的可升不可降的刚性特征［32］。

正因为这一特征，粮食供求紧张时期的“非常手

段”多会变为常规化政策，2008年“临时储备”

向 “ 常 态 性 储 备 ” 的 转 变 就 是 其 中 鲜 明 的 例

证［16］。类似的，其他粮食领域的政策改革也多数

着力于增量，而极少触及存量。

正因为此，供求紧张时期强化的行政干预或

扶持力度，需经过长期的改革调整才可能被消

化。2008年国际粮食危机中，同样是飙升的国际

粮价，以及充足的国内库存，中国采用了加大生

产刺激的政策方向。随后，国际粮价急剧下降，

呈现“过山车”式的下滑［29］。然而，在政策刚性

的情形下，国内扶持政策依然逆势增强，最低收

购价与临时收储价连年上涨。由此，直接带来了

随后的“三量齐增”及相应的改革困境。当然，

迫于“卖粮难”、库容危机及伴随的财政压力等

影响，多数扶持政策总会被倒逼改变［16，37］。然

而，除去改革过程的投入成本不计，改革完成前

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总是一笔不可忽视的巨大

损失。

（（三三）） 频繁的非针对性干预阻碍流通环节发展频繁的非针对性干预阻碍流通环节发展

以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保障粮食安全，完善

且匹配的流通系统是保障［19，33］。然而，不同于政

府在收储环节干预的针对性、长期性与稳定性，

政府对流通环节的干预有着附属地位，呈现“运

动式”特征，且极富弹性。一般来说，一旦出现

供求紧张，流通环节的行政干预会无限增大，粮

食流通更趋行政化；相反，一旦粮食供求宽松，

流通环节又会被完全放开，置于市场调控之中。

以玉米深加工为例，2005—2006年，在玉米

供给宽松及燃料乙醇项目高利润的促使下，以玉

米为原料的燃料乙醇加工能力不断提高，2006年
初 《可再生能源法》 的正式实施，进一步在政策

上对玉米、甘蔗等原料生产燃料乙醇给予肯定。

这一系列鼓励政策一直延续到国际粮食危机的爆

发。而且，为应对国际粮食危机，原本的鼓励型

政策直接扭转为抑制型。2007年国家发展与改革

委员会发布的 《关于促进玉米深加工业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 中提出“确保食用［38］，饲料优先”

的指导思想，多方面限制玉米深加工发展。而

后，为应对高库存问题，政策于 2015年被再次反

转。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布 《关于玉米深加

工项目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对玉米深加工的

政策干预由禁止转为放开乃至鼓励。类似弹性的

政策干预，形成了粮食加工业独特的政策周期，

以及相伴出现的行业周期性红利或周期性亏损，

粮食加工产业发展的连续性受阻，竞争力提升难

度加大。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一）） 基本结论基本结论

基于新冠疫情蔓延的大背景，本研究重新回

顾并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粮食供求紧张 （理

论上或实际中） 时期的粮食收储政策改革走向。

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粮食供求紧张存在如

下两方面的特征：第一，粮食供求紧张的判断并

非完全符合粮食市场的真实状况。尽管粮食供求

紧张的论断被最终提出，但论断背后的多数依据

仍存争议。第二，不论各个阶段粮食供求紧张的

判断是否客观，强化的政策干预与收紧的粮食收

储政策确实发挥了增加粮食产量、缓解当时局面

的作用。

然而，出于对粮食安全的过度紧张，不论粮

食供求紧张是否真实存在，决策层总会让部分并

不合理或并不充分的粮食供求表现转变为粮食供

求紧张的判断依据，进而将改革引向收紧。而

且，增加的政策干预及扶持力度虽可缓解当期的

粮食供求问题，却会通过强化决策层的市场不信

任、扶持政策的刚性特征以及对流通业的冲击，

增加下一阶段的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难度。

（（二二）） 政策启示政策启示

结合历史规律与本研究的分析，随着新冠肺

炎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即便国内舆论界已有了国

内粮食供求不存在问题的判断，仍不乏有学者将

之认作新一轮粮食供求紧张时期到来的论断，并

提出增加行政干预与调整为收紧的粮食收储政策

的建议。相对应，粮食系统的政策调控极有可能

再次转向政策强化，如此，会让原本艰难推进的

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有了再次倒退的可能，

也为未来的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增添不确定性。因

此，在保障粮食安全基本要求的情形下，制定合

理的粮食安全应对措施，将对避免因政策反复带

来的资源损失起到重要作用。对此，本研究拟有

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科学判断当下粮情，坚定市场化改革

路线。秉持客观公正的粮食安全观，提供足够可

靠的粮食安全数据，倡导学界、理论界对当前粮

情及潜在冲击进行判断，并在科学判断当下粮情

的基础上调整完善原本的收储制度改革路线，实

现长期市场化和短期行政干预相结合，实现粮食

安全保障的质量、效率双提升。

第二，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短期超常规措施

有其必要。保障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为应对短期的粮食市场动荡，准备若干超常规应

急措施以预防并巩固疫情下国内粮食安全保障的

良好成果无可厚非。需要注意的是，超常规措施

要突出其应急性和后发性特征，既不宜长期保

持，更不应先期实施。

第三，改变粮食收储政策原本的刚性特征，

增加制度弹性。为应对粮食供求紧张，部分短期

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却因政策刚性被长期保

留，直至成为被改革的对象。因此，应积极调整

粮食收储政策，乃至部分农业扶持政策，设计可

升可降、富有弹性的扶持政策。此外，给予省级

粮食收储更大的政策调整空间，积极推动省级粮

食收储模式创新，弥补因国家层面粮食储备刚性

特征产生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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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d tightening of grain purchase and storage policy and its impact： historical

review and enlightenment

WU Shunchen1，HU Lingxi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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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xtreme importance of food security has given birth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repeated process of reforming
the grain purchase and storage system as well as the high sensitivity to the judgment of the food situation. As the global COVID⁃
19 epidemic has intensified，the unstable factors of the international food market has increased，and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the grain purchase and storage system is under threat.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four stages of the tightening and adjustment of
grain purchase and storage polici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ir impacts. It found that while the tightened grain pur⁃
chase and storage policies can alleviate the current negative situation of food security，they will aggravate the next round of grain
purchase and storage marke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forms and reduce unnecessary costs，it is necessary to prop⁃
erly use unconventional policy measures on the basis of scientific judgment of the current food situ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epi⁃
demic，to increase the flexibility of policy support and to avoid the routine of unconventional means，thus ensuring the continua⁃
tion of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the grain purchase and storage system.
Keywords：Food security；Food purchase and storage policy；COVID⁃19；Market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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